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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非正式约束、地方政府竞争
与中国经济低碳转型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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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晋升锦标赛与财政分权所引致的激烈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环境政策的制度软化现象,文化非正

式约束则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潜移默化地实现经济低碳转型.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运用基于PVAR
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深入探究文化非正式约束、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文化非正式约束是引致省级碳排放量减少的格兰杰原因,但文化非正式约束的作用具有时间上的“延滞

性”;作为引致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省级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财政分权本身则不是省

级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其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结合会成为省级碳排放急剧增加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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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碳排放引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它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且上升

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无疑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

举措.我国低水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能源大量消费,使得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

资源环境约束.“十二五”规划明确指明今后五年绿色、低碳的政策导向,并提出到２０１５年中国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７％的约束性目标.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低碳转型

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
涵括环境规制创新的正式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低碳转型至关重要.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环境

规制创新,即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刺激被规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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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部分乃至全部抵消企业的“遵循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１][２],实现企业的低

碳绿色转型.然而在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和经济上的财政分权引发激烈

的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动机,从而逐渐引致“向底线赛跑”效
应,导致正式环境制度软约束现象的出现[３],难以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

在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正式制度约束的软化可以通过文化非正式约束来弥补以实现经济低碳

转型.文化非正式约束泛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

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具体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其对碳减排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Ann和Julio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宗教信仰形式表现的文化非正式约束对环境公

共物品的提供具有正向影响,特定类型的信念能够影响事前环境行为和态度从而决定环境质量[４].

Kaman的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决定其环境行为,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因果关

系[５].彭星等则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运用面板门限估计法探讨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低碳转

型的非线性门限效应[６].尽管该文已对文化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

究,但却将引致地方政府竞争的两个关键因素当作外生变量处理,没有深入探究晋升锦标赛和财政分

权影响经济低碳转型的机理,即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竞争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也没有将文化非正式约

束、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低碳转型纳入统一的内生系统进行研究,因而存在一定不足.基于此,本文

在借鉴 Ann和Julio、郭广珍等分别关于文化非正式约束及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４][７],
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化非正式约束、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的内生因果关系,进而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以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数理模型

假设经济中有四类行为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 N个同质居民;设有两个地区,每个地区

有一个地方政府和一个企业.中央政府是外生行为主体,其本身不参与决策,仅外生地决定财政分权

比例θ和税率t.设地区i的产量水平为 Qi,则国家总税收水平为 T＝T１＋T２＝t(Q１＋Q２),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水平分别为(１－θ)t(Q１＋Q２)及θt(Q１＋Q２).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以决定自身

的产量水平,同时不考虑地方保护行为、地区外部性与腐败问题.假设居民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

德上负责的人,具有自愿减少碳排放的道德动机和行为习惯,其效用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收益,也取

决于由自愿减少碳排放而带来的道德上的满足感.同时假设文化非正式约束主要由居民的道德动机

和行为风俗组成,居民参与低碳环保的道德动机越强,其真实行为与道德动机越符合,则文化非正式

约束越强.本文考虑碳排放的反面即碳减排的供给问题,碳减排供给越多则碳排放水平越低,反之则

越高.设碳减排供给量 G＝Gp＋∑
N

i＝１
gi,其中 Gp 和gi 分别表示由地方政府和个体居民提供的碳减排

供给.
(一)居民碳减排供给gi 的决定

假设个体居民的效用函数为μi＝U(Zi,Si,G,Mi),其中Zi 为居民i的私人物品消费,Si 为闲暇消

费,G为碳减排供给,Mi 为道德上负责的居民所获得的满足感,并且假设 U′＞０,U″＜０.考虑到居民

的劳动供给和收入不是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假定它们均是外生固定的,那么居民i的时间约束条件

为Si＋ti＝T,ti 是用时间衡量的个体居民i对碳减排供给的努力程度,而 T为居民总时间减去外生

固定劳动供给时间后的余额.居民i的碳减排供给量取决于ti,即有gi＝g(ti,ρ),ρ为外生效率参数,
并且有g′＞０,g″＜０.居民i道德上所获得的满足感 Mi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有 Mi＝f(t∗

i －ti),

t∗
i 为理想的碳减排供给时间.若居民i的实际碳减排供给努力程度ti 等于t∗

i ,此时居民所获得的满

足感 Mi 最强,即有fMAX(０)＝K,K为常数.如果ti＜t∗
i 则有f′＞０;ti＝t∗

i ,f′＝０;ti＞t∗
i ,f′＜０.在

决定居民i的实际碳减排供给努力程度ti 之前,首先必须决定理想的碳减排供给时间t∗
i .假设社会

福利函数 W＝μ１＋μ２＋＋μN,则t∗
i 的决定即是求解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问题.考虑到 N 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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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所以∂W/∂ti＝－U′S＋U′G(N∗g′t)＋U′M∗f′t＝０.考虑到ti＝tj,并且在t∗
i 处有f′t＝０,因此

可得 U′S＝N∗U′G∗g′t,即理想的最优碳减排供给时间必须满足居民闲暇的边际效用等于碳减排供

给的社会边际收益.
但居民i实际碳减排的努力程度取决于∂μi/∂ti＝－U′S＋U′G∗g′t＋U′M ∗f′t＝０,即 U′S＝

U′G∗g′t＋U′M∗f′t,不难看出个体居民效用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社会的最优碳减排供给分配.考

虑到 U′M＞０总成立,只要f′t＞０,则有 U′S＞U′G∗g′t,即个体居民的碳减排供给水平均低于社会所

要求的最优水平,导致碳减排供给不足.但若ti→t∗
i ,即文化非正式约束越强,则f′t→０,U′S→U′G∗

g′t,个体居民的碳减排供给逐渐增加,碳排放水平逐渐降低,逐渐靠近社会所要求的最优碳减排水

平.当ti＝t∗
i 时,文化非正式约束最强,此时社会实现最优的碳减排供给,碳排放水平达到现有制度

及技术条件下的最低值.由此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１: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有利于增加碳减排供给,从而减少碳排放水平.
(二)地方政府碳减排供给 Gp 的决定

根据前面的设定,地方政府i可以控制的财政资源为θtQi,地方官员将财政资源进行两方面分

配,一部分可以投入到地区经济增长中,假设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１－βi),即地区经济增长投资为

(１－βi)θtQi;另一部分投入到碳减排供给中,资金额度为βiθtQi.地方政府碳减排供给 Gp＝φ(β),并
有φ′＞０,φ″＜０,即随着地方政府投入到碳减排供给中的资金比例不断增大,其提供的碳减排是不断

增加的.考虑到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其努力程度λi 往往不能被中央政府直接观察,尽
管中央政府会同时考虑将经济增长业绩和碳减排业绩作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考核指标,但是后者

在短期内难以观察.本文假设中央政府将GDP作为唯一的短期可观察指标,由此造成地方政府间激

烈的晋升锦标赛.如果地区i的产出大于地区j的产出,那么地区i的政府官员得到提拔,其获得的

效用为I,反之不晋升其效用为０.

假设地方政府的努力成本函数为ψ(λi)＝
１
２λi

２,随机扰动项ei 和ej 独立同分布,代表着其他因素

造成的经济产出波动干扰,并且ej－ei 服从 －
１
２h

,１
２h

é

ë
êê

ù

û
úú(h＞０)上的均匀分布,那么地方政府的效用函

数为 Vi＝Pr(Qi≥Qj)∗I－
１
２λi

２＋βiθtQi/δ,其中βiθtQi/δ代表碳减排供给的收益,δ为常数并且δ＞

１,表示碳减排投资收益短期内不易被观测.在企业方面,假设每个企业均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

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将其标准化为１.设企业i的生产成本函数为Ci(Qi,λi,βi)＝
１
２Q２

i－λiQi－(１－

βi)θtQi,其中(１－βi)θtQi 为地方的经济建设支出,其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成本,因而将之纳入企业成本

函数,则企业的利润函数为πi＝(１－t)Qi－
１
２Q２

i＋λiQi＋(１－βi)θtQi.

博弈的顺序为地方政府首先观察中央政府制定的财政分权比例θ和税率t,并考虑企业的行为来

选择自身的努力程度λi 和碳减排供给资金比例βi;其次企业在观察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后做出最优的

产量选择.本文根据博弈的顺序进行逆向归纳法求解,即先求企业最优产量决策,再决定地方政府的

选择.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πi/∂Qi＝(１－t)－Qi＋λi＋(１－βi)θt＝０,所以企业最优产出

Q∗
i ＝(１－t)＋λi＋(１－βi)θt.其次地方政府效用函数 Vi＝Pr(Qi≥Qj)∗I－

１
２λi

２＋βiθtQi/δ＝Pr[(１

－t)＋λi＋(１－βi)θt＋ei≥(１－t)＋λj＋(１－βj)θt＋ej]∗I－
１
２λi

２＋βiθtQi/δ＝Pr[ej－ei≤(λi－λj)＋

(βj－βi)θt]∗I－
１
２λi

２＋βiθtQi/δ＝h (λi－λj)＋(βj－βi)θt＋
１
２h

é

ë
êê

ù

û
úú ∗I－

１
２λi

２＋βiθt/δ∗[(１－t)＋λi＋

(１－βi)θt],因此,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Vi/∂λi＝hI－λi＋βiθt/δ＝０及∂Vi/∂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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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θtI＋θt/δ[(１－t)＋λi＋θt－２βiθt]＝０,即βi＝
δ

２δ－１＋
δ(１－δ)hI＋δ(１－t)

(２δ－１)θt
.那么,∂βi/∂I＝

δ(１－δ)h
(２δ－１)θt

,考虑到δ＞１,则有∂βi/∂I＜０.这说明政治晋升对地方官员效用的影响I越大,晋升锦标赛

越激烈,那么在碳减排投资收益短期内不易被观测的条件下(δ＞１),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

地区经济增长中,从而忽视碳减排资金的供给,导致环境政策制度的软化.根据∂GP/∂I＝∂GP/∂βi∗
∂βi/∂I＝φ′∗∂βi/∂I＜０可知,碳减排供给随着I的增大而递减,碳排放量则不断提高.而∂βi/∂θ＝

－
δ(１－δ)hI＋δ(１－t)

(２δ－１)θ２t
,其符号不确定,关键在于分子的符号.因此财政分权水平的高低对地方政府

碳减排供给的影响不确定,它有赖于税率水平t、产出的确定性h、政治晋升对地方官员的效用I及碳

减排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δ的共同影响.综合可知,根据 G＝Gp＋∑
N

i＝１
gi,当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导致

碳减排供给下降时,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地方政府以实现碳减排供给,从而

可以弥补其不足以实现碳排放量的不断下降.由此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２:晋升锦标赛越激烈,政治晋升对地方官员效用的影响越大,则碳减排供给就越低,碳排放

量不断提高;而财政分权水平对碳排放供给及碳排放量的影响不确定.
命题３: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方政府碳减排供给的不足从而实现碳

排放水平的下降.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计与研究方法

根据数理模型部分提出的命题,本文采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客观验证文化非正式约束、地
方政府竞争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可分为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 Granger因果

检验法和基于面板 VAR即PVAR的 Granger因果检验法,本文主要采用基于PVAR的 Granger因

果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
若面板数据 Xit和 Yit是平稳的,则 Xit和 Yit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估计如下的PVAR

模型而得到:Yit＝α０＋∑
m

k＝１
αkYit－k＋∑

m

k＝１
βkXit－k＋μi＋ηt＋εit.其中 Yit为被解释变量,即本文中设定的

省级碳排放量;Xit为解释变量,分别为文化非正式约束代理变量、财政分权变量及政治晋升变量① ,同
时本文还加入财政分权变量与政治晋升变量的交叉项用以考察两者的交互影响;k为滞后期,μi 为未

观测到的地区特质效应,ηt 代表时间效应,εit则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若估计结果显示 Xit的

系数和显著异于０,则表明从Xit到 Yit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 Xit引致 Yit,反之则不存在从 Xit到

Yit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理可以检验从 Yit到Xit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旦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m

k＝１
αkYit－k,模型就存在内生性问题,若仍然采用 OLS则会导致估

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本文先采用 Arellano和Bover提出并由Blundell和Bond改进的系统 GMM
估计方法解决面板 VAR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然后构建 Wald统计量进行一致性假设检验.也即通过

对设置的 H０:∑
m

k＝１
βk＝０,H１:∑

m

k＝１
βk≠０,构造 Wald检验的F统计量F＝

(RSSr－RSSu)/m
RSSu/N(T－m)－m－１

,其中,

RSSr 表示受约束的残差平方和,RSSu 为不受约束的残差平方和,N为个体数,T为时期数,m 为最优

的滞后期.假设最优滞后期是正确设定的,那么若 Wald检验是显著的,则表明存在从 Xit到 Yit的单

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从Xit到Yit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从Yit到Xit的单向格兰杰因果

检验原理相同.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设定的实证分析模型,本文选取中国大陆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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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面板数据经验估计,西藏自治区由于环境数据缺失严重,故未加入模型进行考虑.本文需要关

注下面四个变量:

１．省级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测算是个复杂的问题,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

料的燃烧,因此本文基于按能源消费量进行分类的面板数据来测算最终碳排放量.具体测算公式为

Cit＝∑(Eijtαj),其中Cit为i省第t年碳排放量,Eijt为i省第t年第j种能源消费量,αj 为第j种能源

碳排放系数.能源消费种类最终选取煤炭、焦炭、原油、煤油、燃料油、汽油、柴油及天然气八大化石能

源,并根据２０１０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的参考系数,将相应分类能源消费量

折算成标准煤.碳排放系数则选取国际上通用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上的相关数据,
具体为煤炭０７５５９、焦炭０８５５０、原油０５８５７、煤油０５７１４、燃料油０６８１５、汽油０５５３８、柴油

０５９２１及天然气０４４８３.分类能源消费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期.

２．文化非正式约束代理变量.文化非正式约束的衡量是个关键问题,现实中并无相关直接衡量

指标,只能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考虑到文化非正式约束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涉及意识形态、价值

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但本文数理模型只关注其道德动机及行为风俗部分.居民参与环保的

道德动机越强,环境行为参与度越高,则其文化非正式约束越强.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省

级环境污染来信封数及环境污染来访人次两个变量作为文化非正式约束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均来

自«中国环境年鉴»各期.环境污染来访人次与环境污染来信封数分别从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个方

面显示居民参与环保活动的动机与行为.考虑全面衡量的需要,本文使用熵值法为两大指标客观赋

权,进而构建文化非正式约束综合代理变量② .

３．财政分权变量.中国财政分权的复杂性使得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颇具争议,既有财政收入指

标,又有财政支出指标,既涉及总量又考虑人均.考虑到财政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分配的复

杂性,不同级别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较为模糊,同时鉴于人均指标可以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

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使用人均财政支出指标衡量省级间的财政分权度.具体测算指标为Fis
＝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
相应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４．政治晋升变量.以 GDP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引致地方政府官员为政治晋升而激烈

竞争,因此本文借鉴周黎安的研究[８],采用省级 GDP增长率作为政治晋升的代理变量,省级 GDP增

长率越高表明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越激烈,相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三)实证分析

１．基于PVAR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在估计PVAR模型前要去除地区特质效应μi 和时间效

应ηt,本文运用 Arellano和Bover采用的前向均值差分法消除地区特质效应μi,而采用均值差分法

(MeanＧdifferencing)对时间效应ηt 予以消除.同时鉴于PVAR模型中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会对面

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基于 AIC、BIC及 HQIC原则综合判定最优滞后阶数.
结果显示当滞后阶数为４时,AIC、BIC及 HQIC均达到最小值,因此建立滞后四期的 PVAR模型

(P＝４),以省级碳排放量为因变量的PVAR模型估计结果与面板格兰杰检验结果分别如表１和表

２所示.
观察表１所示的PVAR模型估计结果可知,省级碳排放量C的滞后一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碳

排放在时间上具有惯性.当期碳排放量受前期碳排放水平的影响较大,而其作用系数随着滞后期的

延长而缩小,这恰好体现出我国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的趋势.关键变量文化非正式约束Cul的滞后一

阶系数为负,滞后二阶并不显著,而滞后三阶和四阶均显著为负,说明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有利于

降低碳排放水平,这客观上验证了命题１的结论.文化非正式约束如同制度一样具有时间上的“延滞

性”,其作用于碳减排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原因在于,文化非正式约束涵括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宗
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具有润物细无声和潜移默化的特性,内在的文化及道德动机作用于人的行为一

般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通过构建低碳经济文化软实力进而引领人们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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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低碳文化理念所引致的低碳消费、低碳规制及低碳技术在短时间内效果并不明

显,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其效果逐步显现,这可以解释为何滞后二阶系数不显著而滞后三四阶系数显

著.表２所示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则显示,文化非正式约束代理变量 Wald检验的 P值为

００００,拒绝滞后期系数和为０的原假设,表明存在从文化非正式约束到碳排放量的单向格兰杰因果

关系.低碳环保理念、低碳参与意识及低碳价值观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绿色走势”,同时还

可以通过影响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及低碳管理而间接影响经济低碳转型.
　表１ PVAR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C

b_GMM z_GMM p_GMM
变量

C

b_GMM z_GMM p_GMM

L．C ０．７９１∗∗∗ １６．０５ ０．０００ L３．C －０．００５ －０．３２ ０．７５１
L．Cul －３８９９７１．６∗ －１．８８ ０．０６０ L３．Cul －１８６３１３．３∗∗ －２．２１ ０．０２７
L．Pro １２４．９５９ １．０６ ０．２８８ L３．Pro １８２．４５９∗∗∗ ３．４７ ０．００１
L．Fis －２２．４３９ －０．５４ ０．５９０ L３．Fis －３．８７４ －０．２０ ０．８４５

L．Pro×Fis ０．５６１ ０．５３ ０．５９３ L３．Pro×Fis １．５２４∗∗∗ ３．８９ ０．０００
L２．C －０．０２９ －１．４４ ０．１５０ L４．C ０．０３９∗∗∗ ３．３４ ０．００１
L２．Cul －２５１５５．２２ －０．３８ ０．７０７ L４．Cul －２５５３５８．８∗∗∗ －２．７０ ０．００７
L２．Pro －３０．５１９ －０．４１ ０．６８２ L４．Pro １３４．３３∗∗ ２．４０ ０．０１６
L２．Fis ３６．１６４ １．２１ ０．２２６ L４．Fis －１５．３１９ －１．２９ ０．１９７

L２．Pro×Fis －０．１２２ －０．１９ ０．８５２ L４．Pro×Fis １．３２１∗∗∗ ３．６３ ０．０００

　　注:本文使用STATA１０．０并结合Pvar２软件包计算整理而得,b_GMM 表示 GMM 估计系数,z_GMM 和p_GMM 分别为 GMM
估计系数的z值和p值,而L．、L２．、L３．及L４．分别表示变量的滞后一阶、滞后两阶、滞后三阶及滞后四阶.

　　作为引致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财政分权指标Fis,其滞后一至四阶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本文的

研究没有为财政分权度提高会增加碳排放量的假说提供客观依据,并且 Wald检验的P值为０６３９,
无法拒绝滞后期系数和为０的原假设,表明并不存在从财政分权到碳排放量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这似乎与张克中的研究结论有悖[９].然而正如本文数理模型部分所分析的,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是

否会增加碳排放量还取决于政治晋升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效用及碳减排投资的不确定性等许多因素,
特别是晋升锦标赛的激烈程度.中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国家,财政分权既难以通过“用脚投

票”机制来提高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不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偏低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其如

何实现与晋升锦标赛的结合.通过观察政治晋升变量Pro发现,尽管其滞后一阶及二阶系数并不显

著,但滞后三阶和四阶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的P值为０００３,表明存在从政

治晋升到碳排放量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晋升锦标赛越激烈,一定程度上导致省级碳排放量不断

增加,这可以验证命题２的结论.尽管政治晋升锦标赛如同文化非正式约束一样,其作用于省级碳排

放具有时间上的“延滞性”,但我国以 GDP绩效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引致地方政府专注于发

展本地经济.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及吸引外资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在晋升竞争

中获胜,由此形成一种“愚昧的疯狂”和“虚荣的膨胀”[１０].“为增长而竞争”可以直接引发地方政府间

激烈的晋升竞争,从而推动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工业规模及放松环境标准以吸引投资进而增加地区

GDP,最终导致碳减排供给的减少及碳排放量的增加.Pro×Fis项的滞后三阶和四阶系数均显著为

正,并且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的P值为００００,说明尽管财政分权本身不是省级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

原因,但其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结合会成为导致省级碳排放量急剧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在我国的垂

直政治管理体制下,财政收入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比单纯的财政收入激励更易于激发“为增长而竞

争”,因而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结合会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晋升动力.地方政府官员

为“政绩”展开激烈的横向竞争,争相扩大工业规模及上马大型项目,既可以争取中央政府的财政倾

斜,有助于地方政府扩大税收收入,又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政绩改善.而

诸如碳减排、教育及医疗等民生项目由于所需投资庞大且见效慢,短期的增长效益不明显,不能较快

地实现财政收入增加和 GDP增长,往往被地方政府官员所忽视.所以地区财政支出结构会出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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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还有持续加剧的趋势,从而碳减排供给水平

较低,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２．面板方差分解.面板方差分解有助于深入理解各因素冲击对省级碳排放的解释程度,其能给

出影响模型中各个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重要程度信息,用以分析各个溢出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从表

３的面板方差分解结果看,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冲击对省级碳排放量的影响比较明显,在第１０期和第

２０期分别为４４６％和５１３％,而政治晋升的冲击对省级碳排放的影响有所下降,财政分权的冲击对

省级碳排放的影响逐步上升,这表明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政府碳减排

供给的不足以实现碳排放水平的下降,这为命题３提供了客观依据.
　表２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Wald统计值 P值

Cul不是C的格兰杰原因 ２６．３３７ ０．０００
Pro不是C的格兰杰原因 １５．９１８ ０．００３
Fis不是C的格兰杰原因 ２．５３０ ０．６３９

Pro×Fis不是C的格兰杰原因 ６０．４３２ ０．０００

　表３ 面板模型方差分解

变量 时期 C Cul Pro Fis

C １０ ０．３９４ ０．４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２
Cul １０ ０．０４１ ０．８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３
Pro 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２ ０．７４９ ０．１６２
Fis 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３９７ ０．４７３
C ２０ ０．３２３ ０．５１３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９
Cul ２０ ０．０４１ ０．８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３
Pro 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７１３ ０．１６３
Fis 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３９７ ０．４７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基于我国大陆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PVAR的面

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文化非正式约束、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低碳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研究结果表明:文化非正式约束是引致省级碳排放量减少的格兰杰原因,文化非正式约束的增强

有利于减少省级碳排放量,但文化非正式约束的作用具有时间上的“延滞性”;作为引致地方政府激烈

竞争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省级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并未有客观实证依据表明财政分权的

提高也会增加省级碳排放量;财政分权本身不是省级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其与政治晋升锦标

赛的结合会成为省级碳排放量急剧增加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其一,加快构建

低碳经济文化软实力以形成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补充和丰富,顺应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潮流,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约束的缺失,潜移默化地实现经济低碳转型.低碳经济文化软实

力的构建既可以引领经济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改变以树立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又可以引领人们消

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形成低碳化、低能耗化的良好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润物细无声”
的浸润产生潜在的和巨大的“绿色效应”,减少碳排放以实现经济的低碳转型.其二,改革与完善地方

官员政治晋升的评价考核体系,逐步改变完全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唯一指标的现实.可以考

虑将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纳入官员的考核过程,并引入差额选举的方式以使得公众意愿能够影

响官员仕途.同时增加新闻媒体的监督及公民网络参政的作用,迫使地方官员致力于发展居民需要

的区域公共产品,真正把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当前紧要的任务来完成.其三,
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加大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形成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可以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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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执行辖区财政责任制,通过省级政府来实现省市县乡之间的纵向财政平衡和各个地市之间的横

向财政平衡,真正做到基层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使财政分权逐渐脱离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结

合,确保地方政府有余力去提供事关民生的碳减排等公共服务.

注释:

①文化非正式约束变量、财政分权变量及政治晋升变量数值均较小,故未采用对数形式,而为使计量结果更易解读,本文的碳排
放量也未采用对数形式.

②基于熵值法构建的文化非正式约束综合代理变量值比较小,均值为０．００５５,因此造成实证分析部分其系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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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统一进一步昭示,渐进式改革道路乃是历史深处逻辑的展现,历史已经启示我们,“摸着石头过

河”的渐进式改革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改革道路.应参照历史坐标,强化历史认知,在坚持渐进式改革

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引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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